
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64 

文章引用: 陈志英. (2026). 从“民本”到“人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批判性转化. 文史哲论丛, 2(3),  
80–87.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64 

 

从“民本”到“人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红色文化的批判性转化 
 
陈志英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 
 
发布日期：2026年10月30日 

 
 

摘  要 

“民本”与“人民”的语义距离，标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关系的实质：二者既非天然继承，

也非彻底断裂，而是在近代救亡与革命实践中完成的批判性转化。本文以概念史为基本线索，先辨析民

本、大同、经世诸命题在经典文本中的多义性与后世改写脉络，再回到《新青年》、陈望道译《共产党

宣言》、早期党刊、根据地报刊和群众动员等一手史料，考察红色文化如何通过政党组织、阶级动员、

大众传播和政权建设，把传统语境中作为治理对象的“民”，最终转化为能够行动的历史主体“人民”。

本文认为，二者的深层关联不在字句表面的相似，而在具体历史机制中完成的实践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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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mantic distance between "Minben" (people as the root) and "the people" signifies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red culture: the two are 
neither a natural inheritance nor a complete rupture, but rather a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modern national salvation and revolution. Taking 
conceptual history as its basic threa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olysemy of propositions such 
as Minben, Datong (Great Harmony), and Jingshi (statecraft) in classical texts, as well as their 
trajectories of reinterpret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It then returns to primary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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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such as New Youth, Chen Wangdao’s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arly 
Party journals, base-area newspapers, and mass mobilization records—to examine how red 
culture, through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 class mobiliz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regime 
construction, ultimately transformed the "min" (the people as objects of governance) in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into "the people" as an active historical subje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lies not in superficial lexical similarities, but in the practical 
reconstruction accomplished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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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学界讨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常落入两种简化叙事：一种以五四新文化运动

为界，将二者视为前后替代的文化序列；另一种则直接将民本等同民主、大同等同共产主义，认定二者

天然一脉相承。历史的真实远非如此规整：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块，红色文化也并非凭空降临。二者之

间既有断裂，也有接续；既有激烈批判，也有深层改写。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不是“二者有没有关系”，

而是这种关系如何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和具体实践中一步步生成。 
“民本”与“人民”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实则隔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传统民本的基本框架始终

是君民关系，它要求统治者重民、恤民、安民，本质上是一套面向治理者的政治伦理；红色文化中的“人

民”，则指向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指向阶级、政党、群众团体和基层动员网络。前者把民众视为被

治理、被安抚的对象，后者把人民确立为政治生活的主体。理解这一变化，不能只靠词语对照表，而要

看同一个“民”字，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里，被重新放置进完全不同的政治秩序之中。 

一、问题不在“继承”，而在“转化” 

讨论二者关系最常见的起点误区，是把“传统”想象成一个静态仓库，里面整整齐齐存放着民本、

大同、经世等现成思想资源，后人需要时随手取出，贴上革命标签即可直接使用。这种理解完全忽略了

概念在历史中的漂移、改写和再生产过程。 
传统从来不是静止的遗产。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朝代、不同阶层、不同文本当中，含义往往并不相

同。“民本”在战国儒家那里，主要是一套约束君权的政治伦理；到了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想中，又带上

了对王朝秩序危机的深刻反省；进入近现代之后，又被重新翻译、嫁接进“民主”“人民”“群众”等

全新词汇当中。概念的外壳还在，语境早已面目全非。如果不加辨析就直接断言“红色文化继承民本思

想”，只会把复杂的思想史压扁成一句没有重量的顺口结论。 
红色文化同样不能被理解为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它首先是在近现代中国救亡、革命和社会重组的

剧烈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阶级观、国家观和社会组织方式。

这套外来思想要在中国落地，不可能完全脱离本土语言和日常经验；但它也绝不是简单给自己穿上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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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外衣，而是从根本上改写了传统概念的用法，也重塑了这些概念的意义边界。所谓“转化”，关键

正在这里：不是把旧词原样搬进新语境，而是在新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结构中重新激活旧词的生命力。 
因此更准确的表述，从来不是“继承”，而是批判性转化、实践性重构。红色文化没有全盘取消传

统，却也没有照单全收。它打破宗法等级秩序，改造旧伦理体系，吸收传统中原本就具有公共性、实践

性和人民性的因素，并将其完整纳入现代革命的运行逻辑。这个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才是真正值得思想

史研究进入的地方。 

二、史料中的“传统”：民本、大同与经世的多义性 

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界常常直接引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经典语句，但一旦进入史料辨析层面，这类表述的文本语境就会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层次。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常被归入《尚书·五子之歌》，但《五子之歌》属于后世所谓伪古文《尚书》

系统，清人阎若璩早已举出多条证据辨其晚出，近代疑古思潮又进一步动摇了这类文本的可靠性。不过

辨伪的意义，绝不在于彻底否定这句话的思想史价值——它能在后世反复被引用，不断进入历代政治训

诫和士人文章，恰恰说明“民本”早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长期有效的表达。史料真伪与思想影响，从

来都不是同一个问题。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句见于今本《泰誓》，

但《孟子·万章上》所引的先秦版本《太誓》才是这条民本材料的可靠源头，它恰恰是靠《孟子》的引用

才得以保存下来。真正可靠的早期民本思想载体，应当到《孟子》这类传世可信的文本中去寻找。 
《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常被看做是民本思想的高峰。细读文本不难

发现，孟子的“民贵”并不等于现代民主，也绝不意味着人民拥有制度化的主权。它更多是一种政治伦

理层面的约束：君主如果不能安民、养民、保民，就会最终失去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

里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强调君主要与百姓同忧乐，这种思想本

身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却始终没有跳出君民关系的旧框架。它高度重视“民”，但这里的“民”，更多

还是被治理、被安抚、被同情的对象，而不是现代意义上能够自主组织、自主行动、自主改造社会的政

治主体。 
《荀子·王制》里提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也常常被引用。

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于政权稳定的根本意义，但其立足点始终还是治国之术，而非人民主权。舟

水之喻看重“民力”，却不必然承认“民权”。这类话语和红色文化中“人民创造历史”的命题之间，

始终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不能直接画上等号。 
《礼记·礼运》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说明大家共同向往的大同理想，这段描述后世常被用

来比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但从原始文献语境看，《礼运》呈现的是儒家对理想秩序与历史退化

的想象，既有对上古圣王时代的追慕，也有战国秦汉之际社会动荡中的秩序焦虑。它本身不是现代政治

纲领，却为后来的中国人提供了本土化的乌托邦语言。值得注意的是，《礼运》文本紧接着“大道之行

也”之后，立刻点明“大道既隐”，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承认“小康”才是现实政治的常态，大同在原

始语境中更多是批判现实的参照，而非可以直接落地的行动纲领。近代知识分子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时，

“大同”成为最重要的思想接合点，完全不是偶然。康有为《大同书》把《礼运》、公羊三世说和近代

乌托邦想象混合在一起，正显示出传统语汇完全可以成为接受外来新思想的天然入口。到了近代，孙中

山把“天下为公”写成题词四处赠送，这些动作都已经远远越出了《礼运》的原意。传统概念正是被不

同立场的使用者反复改写，才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思想活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常被直接归于顾炎武，但严格来说，这一凝练的八字表达是后人对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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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概括。顾炎武《日知录》里的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核心是严格区分

“亡国”与“亡天下”，两者是不一样的：王朝更替只是一姓之兴亡，文化伦理秩序的存亡才是更根本

的问题。这个观念在明清易代之后带着极强的现实痛感，到近代民族危机中又被重新激活。它不是现代

国家公民责任的直接表达，却为近代救亡叙事提供了最扎实的本土思想资源。后人把它压缩成八字口号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概念改写，原有的语境层次被抹平，它也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力。 
再看“经世致用”这个传统。宋明以后，尤其到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对空

谈心性的学风进行深刻反省，强调学问应当关切制度、民生、兵事、财赋、地理等现实问题。经世思想

并不是一个单一学派，而是一种贯穿数百年的学术取向：知识不应当只停留在个人内在修养层面，还必

须进入现实治理的场域。这个传统到近代特别容易被重新发现，因为近代中国面对的从来不是书斋里的

抽象问题，而是割地、赔款、战争、饥荒和制度全面崩溃的现实。知识必须回应现实，而且必须快速回

应。后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吸引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不只是因为理论本身新颖，更因为它提供了一整

套解释社会危机、改造社会结构的可操作方法。传统经世精神在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落地中国最重要

的接受土壤。 
说到底，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大同、忧患、经世，都不是单一、稳定、可以直接现代化的概念。它

们有层次，有裂缝，有大量可以被重新解释的弹性空间。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和传统文化发生深层关联，

并不是因为它简单重复了这些概念，而是因为它在革命实践中重新组织了这些概念的全部意义。 

三、红色文化的发生：不是反传统的空白，而是重读传统 

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想法是，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因此红色文化从诞生起就是全盘反传统的。这

个判断有部分依据，却远不完整。新文化运动确实激烈批判纲常名教，批判旧礼教、旧家族、旧文学。

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对传统伦理的抨击也相当尖锐。但是如果把“反传统”理解为中国文化的全盘

断裂，就会忽视另一个基本事实：早期革命者和新文化知识分子本身，绝大多数都有非常深厚的旧学修

养。他们批判传统，绝不意味着他们和传统毫无关系；相反，正因为熟读经典，他们才比旁人更清楚旧

秩序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 年正式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方面的主张，明显带有反对旧伦理、看重青年自觉的色彩，但其问题意识仍

然深植于中国救亡与思想重建的脉络之中。它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旧文学，却不是从传统真

空中凭空跳出来，而是在晚清变法、革命、启蒙、救亡的多重压力中，逐步寻找新的社会解释和政治方

案。《新青年》群体的语汇和价值排序里，依然能看到传统策论文风的深刻影响。激烈的批判姿态之下，

是一代深受传统养育的知识界，在为整个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初传中国时，许多概念并不是直接以纯粹外来面貌被理解的，而是经过了本土词汇的反

复转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平等、公有、大众等观念，常常自然地和“大同”“天下为公”“均平”

“民生”等传统词语发生联想。这样的转译并不精确，却极其重要。思想传播从来不止在概念定义的严

谨推演中完成，更多是在语言联想的过程中完成的。读者接受一种新思想，往往先通过自己已有的文化

经验去猜测、比附、理解。传统在这里不是障碍，而是思想进入普通人视野的天然入口。 
但入口不等于终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显示出和旧式理想主义完全不同的地方。它

不只是描绘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更深入分析生产方式、阶级关系、国家机器、帝国主义和具体革命路

径。它把传统里抽象的“天下”重新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结构上，把传统里模糊的“民”重新落实到阶级

和大众政治的层面上。传统“大同”多是一种道德化、愿景化的想象；马克思主义则提供了完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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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社会改造分析框架。二者之间的接合与分离，正是红色文化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 
1918 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把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庶民”这个词直

接联系起来。“庶民”本身是一个先秦旧词，原本指与“君子”相对的众民；李大钊把它翻转成俄国革

命之后政治主体的全新称谓，旧词在新语境里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此时的“庶民”，还不是后来严

格意义上的“人民”，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民本中被动等待被治理的“民”。1919 年《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刊登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由此正式落地。 
1920 年 8 月，陈望道译成《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交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首印千

册很快售完。同年 11 月 7 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1921 年 9 月，人民出版社在上

海李达的寓所里成立，并在《新青年》刊登通告，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康民尼斯

特丛书”。这些刊物和出版机构说明，红色文化从起步阶段就不只是观念传播，而是译介、出版、组织

和政治动员同步展开的整体工程。早期共产主义出版物从开本、定价到行文风格，都刻意面向识字不多

的底层读者，宣言全译本的“平民”气质与其说是外来的，不如说是接续了传统“以文教民”的古老抱

负，再用全新的组织方式将它真正落地兑现。次年起，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相继开

办，识字课本与阶级启蒙在同一个课堂里讲授，延续了千年的“教民”传统，此时被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红色文化的发生，从来不是把传统简单推开，而是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重新阅读传统。它拒绝旧礼

教对人的束缚，却接住了传统中对公义、民生、天下责任的深层关切；它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却延续

了“学问必须经世”“文章必须关涉现实”的精神。可以说，红色文化并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现代怪胎，

而是以革命为中介，对整个传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新编码。 

四、从“民本”到“人民”：概念跃迁与实践生成 

如果说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更多强调统治者应当重视民众，那么红色文化中的“人民”则强调人

民本身成为历史主体、政治主体和社会改造的核心力量。这个跃迁，绝不可能只靠词汇替换就能完成。

它需要一整套全新的组织方式、政治实践、传播机制作为支撑。 
传统民本思想的根本难点就在于，“民”始终被安置在被怜悯、被安抚的位置上。君主应当“重民”

“恤民”“爱民”，但政治权力的来源和运行，从来没有真正交到“民”的手里。明清之际黄宗羲在《明

夷待访录》中抨击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锋芒已经直接指向君权，但最终的出路依然是寄

望于圣君贤相。要越过这个几千年的限度，需要在政治程序和话语习惯两个方面同时动手，而这一过程，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实践中逐步成型。 
这一变化在早期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已经开始显现。1922 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 年京汉铁

路工人罢工等事件，显示工人阶级开始以组织化方式进入政治舞台。1924 年至 1926 年，广州农民运动

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第六届由毛泽东主持，课程涉及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军事运动等。传统士

人谈“民瘼”，大多停留在奏议、文章和道德劝诫的层面；农运讲习所则把农民问题变成调查、训练、

组织和动员的实际工作。1927 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的意义，不只是在

于描述农民运动如何激烈，更在于它彻底改变了观察农民的位置。农民不再只是等待救济、教化或安抚

的对象，而是在农会中行动、在农村中重构权力关系的主动力量。文中对“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

归农会”的描述，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民本式的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对群众政治行动本身的直接承认。 
1929 年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支部建在连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把政治教育和党内组织生活嵌入

基层军队。1930 年《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求干部深入实际去了解群众生

活。这些做法和后来群众路线之间，有着非常清晰的传承脉络。传统民本依赖明君贤臣的自上而下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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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革命政治则依赖组织网络、调查制度和实践反馈机制。前者是伦理政治，后者是组织政治；前者重

在劝诫，后者重在动员。 
1938 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

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这一提法，正式为传统话语进入革命理论打开

了制度通道。1943 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立为领导工作的

基本方法：干部的意见来自群众，经过集中之后再回到群众中检验。民本思想里自上而下的“重民”，

至此被彻底翻转为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程序——这是概念跃迁最实质的一步。 
延安时期是这种转化特别明显的阶段。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文艺

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改造立场，把“为什么人的问题”称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原

则的问题”。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文学风格，更是文化权力关系的根本调整。传统士人常以“为民立言”

自任，而延安文艺则要求知识分子走到工农兵中间，接受群众生活的再教育。主体位置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再是文人替民众代言，而是民众生活本身成为文艺的源泉，文艺反过来服务民众的现实斗争。随后，

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赵树理小说等作品陆续出现，把民间语言、地方戏曲和农村

生活经验带入革命文化。这些作品未必都符合传统文人的“雅”标准，却使文化能够进入识字有限、生

活经验以乡村为主的群众中。形式变化的背后，是文化权力的整体下移。 
红色出版也是从“民本”走向“人民”的关键机制。传统社会中，识字率、印刷成本与交通条件严

格限制了知识的向下流动。近代石印、铅印技术普及之后，廉价报刊与通俗读本把知识送向下层，上海

因为商业与租界环境，成为近代中国出版的绝对重镇。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出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

用歌谣、标语、连环画、剧本替代长篇论述，用工人夜校与识字班替代书斋。1931 年《红色中华》在瑞

金创刊，1941 年《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1937 年新华书店从延安清凉山起步，后来逐步形成覆盖广阔

的发行网络。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识字组把这一逻辑直接推进乡村，既编认字课本，也编生产口诀，文

化识字与政治认同在同一个课堂里同步生成。 
群众路线是理解这一整个变化的核心。所谓群众路线，不是简单地说“重视群众”，而是形成“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工作方法，要付诸实践，要求干部了解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意见，再把

政策回到群众中检验。这里面既有传统“察民情”“听民声”的影子，更有现代政治组织的严密方法。

它把传统民本中的“重民”因素，彻底转化为组织化、制度化、可反馈的政治实践。 
当然，这种转化一点都不温和。红色文化对传统的批判是真实而深刻的。宗法家族、父权压迫、等

级礼教、迷信观念，都是革命要改造的对象。不能因为强调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联，就淡化红色文

化本身的革命性。1949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界定“人民”的政治范围，同年制定的《共同纲领》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为国号。“民”从被治者变成政权的名义主体，完成了“民本”概念在制度

层面的最终置换。“人民”也由此避免了大词化——它实实在在落实在具体的人群、具体的生活、具体

的权利与责任上。 

五、当代理解：避免把关系写成符号拼贴 

今天重提这一话题，很容易进入一种新的表述模板：列举几句古语，再列举几个革命口号，最后得

出“二者一脉相承”的结论。这样的写法四平八稳，却缺少真正的思想力度。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理

解传统文化在红色文化中被重新组织，又如何理解红色文化对传统的筛选、激活与改造。 
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把传统文化符号化、形式化。汉服、书法、典籍、节庆、古语，都可以成

为文化表达，但如果只停留在视觉与辞藻层面，就可能把复杂厚重的传统变成消费符号。红色文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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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景观化：纪念馆、标语、故事、影像，若只作为参观对象，而不进入现实问题与价值判断，就容易

变成没有生命力的静态陈列。文化如果失去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就会迅速失去自身的生命力。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把“人民”概念泛化。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大词。它要落在具体的人群、

具体的生活、具体的权利与责任上。在红色文化实践中，“人民”曾是识字班里的农民、读报组里的工

人、墙报作者、秧歌剧演员、农会会员、民兵和基层代表。如果当代文化传播只把“人民”当作空洞的

修辞，而不关心群众如何理解、如何参与、如何表达，那就完全偏离了红色文化实践的原初意义。 
从史料角度看，当前相关研究的实证层面功课仍有不足。革命文献中大量引用古语的用例，尚未得

到系统整理；同一名词在不同根据地文本中的用法差异，也缺少编年式的排比。把这些用例清理出来，

建立“词—例—年—地”的完整档案，符号拼贴才会被真正扎实的概念史取代。同一段古语在晚清、五

四、延安的用法并不相同：“天下为公”在清末可以指向共和理想，在延安语境中被用来阐释革命的公

共性；“匹夫有责”在甲午之后成为民族救亡的动员语，其公民责任的含义则要晚得多。只有进入版本、

传播路径与接受语境，概念转化才不至于被写成想当然的接力。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红色文化并非只属于过去。它仍在持续塑造公共记忆、价值判断和教育方式。

学校中的思政课、博物馆中的展陈、媒体中的叙事、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都在不断生产红色文化的

当代意义。若只是把它当作一份静态的历史遗产，就会直接削弱其现实功能。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称其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正是把

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提升为高度自觉的当代文化命题。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不存在简单并列，也不存在机械拼接，说到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联，不在辞藻的表面相似，而在实践中的深层转化。传统给了红色文化本土语言和

历史纵深；红色文化给了传统现代政治形式和社会动员能力。民本并未直接变成人民，但人民概念中确

实吸收了对民生、民意、民力的数千年关切；大同并未直接变成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传播

时，确实借用了大同的语言和想象；经世致用并未直接变成革命实践，但革命实践确实延续了知识必须

回应现实的根本精神。 
这样的关系，既不能神化为天衣无缝的天然传承，也不能简化为毫无关联的全盘断裂。它需要细致

的史料辨析，需要对概念变迁保持足够敏感，也需要对革命实践的社会条件有清醒认识。只有在这种基

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讨论，才能避免成为空泛的文化颂词，而真正进入思想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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